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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智能化、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升级 

宣旸 张万里
1
 

【摘 要】在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过程中，产业智能化将如何影响国内的产业结构？基于产业智能化的基本

定义，通过智能化相关指标构造产业智能化指数，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探析产

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静态和动态关系，研究收入分配如何影响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并考虑不

同地区产生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1）产业智能化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但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2）产业智

能化和产业结构升级都存在惯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智能化随着时间推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断减弱；（3）

城乡收入差距减缓了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并加速产业智能化造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本-劳

动收入份额比值正向调节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负向作用；（4）产业智能

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不显著，并且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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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 年，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前布局未来产业经济结构，指出要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

更加完善和优化，提高自主研发创新水平，提高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同时要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这就需要提高

全球产业链价值，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那么，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产业的智能化对

产业结构将产生何种影响？据统计，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 46.1%，2015年的比重达到 50.5%，

首次突破 50%。①智能化结合了深度学习和自动化，被运用到高新技术产业中，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第三产业高速发展

乃至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情况。然而，Acemoglu和 Restrepo（2017）指出，智能化能提高企业生产率，也会造成劳动力失业，

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远小于数字化、智能化资本产生的价值，造成地区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和劳动-资本收入差距的扩大，形

成了不同技能劳动力的转移，影响地区经济发展。[1]据此，地区收入分配可能会影响产业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最终改变产业结构。 

产业智能化造成劳动力的“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减少企业非熟练劳动力，员工通过使用智能化机器设备减少生产时

间，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整个地区和产业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内生增长等，带动生

产要素在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合理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然而，一方面，地区的收入分配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分布不均

衡，影响产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存在差异性，产业智能化可能基于不同的地

区要素禀赋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同影响。 

综上所述，产业智能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差异，并非产业智能化越高，产业结构越好，并且地区收入分配也会改变

两者之间的不确定关系。本研究通过搜集产业智能化相关指标，测算各省份产业智能化指数，采用我国 2004—2016年的省域面

板数据，探究产业智能化如何作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并分析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和资本-劳动收入差距等收入分

配的调节机制，将总样本分为东部和西部地区，探讨区域异质性。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完善产业智能化的理论框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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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丫丫和潘安（2017）[2]、张万里和宣旸（2020）[3]等学者的研究，考虑智能化企业、与智能化相关的机器人进出口等因素后，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衡量各省份的产业智能化程度；（2）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探析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的静态影响和动态影响；（3）将城乡收入差距和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作为收入分配指标，分析地区收入分配如何影响产业智能

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Graetz和 Michaels（2018）指出，智能化、自动化的特点通过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破坏和高端人才的互补来提高企业生产效

率。[4]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而产业智能化能够从如下几个方面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首先，

生产要素转移。产业智能化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加，更能有效发挥智能化技术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
[5]被产业智能化替代的低技能劳动力会流动到非智能化企业或其他地区产业，员工数的增加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提高产业结构

高级化。[6]其次，产业关联效应。实施智能化的企业可以生产质量更高的传统产品，并创造新产品，生产流程的加速生产和技术

创新会增加与其他相关产业的需求，这部分产业则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研发能力，为智能化企业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

好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上游智能化企业会带来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下游智能化企业则会加强对上游企业生

产流程、技术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监督。
[7]
最后，地区内、地区间的产业竞争和示范效应。产业智能化需要更多的高端人才，这

部分劳动力知识和素质水平相对较高，方便企业内部治理，实现无人化会议和监督，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为管理者提供最优决

策选择，有效地改善企业的生产流程和管理过程。并且非智能化企业也会模仿智能化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吸引高技术

人才，创造新的生产模式，为员工带来新的知识，提高生产效率。[1]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产业智能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高级。 

产业智能化解雇的员工会流动到其他地区和产业，并且智能化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会扩大企业规模，加速资本深化，导致智

能化企业与非智能化企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非智能化企业生产率低，工资水平低下，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流失，造成生产

要素的错配。[8]产业智能化作为未来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政府也会加大对这部分企业的补贴和投资力度，导致劳动和资本不断汇

集到智能化企业，造成行业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里呈现出两种效应：一是生产要素转移效应。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同，产业

智能化会造成低技能劳动力失业，进而提高整个地区的劳动力供给，造成供过于求的市场现象，致使劳动力价格降低。而智能

化企业对高端人才需求更多，并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对中间投入和原材料的需求也会提高，因此，与之关联的上

下游产业会雇佣这部分失业员工，形成劳动力的极化。[9]并且，智能化企业使用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智能化技术，对

机器设备等资本的需求更高，而这部分资本也愿意转移到全要素生产率更高的智能化企业，加速资本的极化现象。二是地方政

府锦标赛效应。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将大力吸引高技术人才，兴建各类产业园和发展新兴战略型产业。但是，先天发展条

件不足的地区可能并不能满足智能化技术的使用，它们缺乏完善的融资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会造成产能过剩，不利于要素

配置。[10]而那些非智能化企业则没有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资本和劳动力外流到政府支持企业。目前，我国智能化技术主要存

在于汽车、医药、信息技术等行业，生产要素分配极其不合理。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产业智能化降低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 

David（2015）指出，人工智能、自动化会代替一部分低技能劳动力，劳动力变得多余，那么主要的经济问题应该是收入分

配而不是稀缺。
[11]

Berg等（2016）指出，随着智能化设备变得更加便宜，资本-劳动收入差距扩大，企业更偏向使用能带来更多

收入的资本。[12]并且，产业智能化会提升高端人才的需求，低技能员工则会失业，随着不同类型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扩大，生产

要素在不同地区和企业间的转移，调整产业结构。因此，本文将收入分配分为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和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

进而分析两者的调节作用。 

从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进行分析。（1）对于智能化企业，工业机器人、物联网、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必须由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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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操作。企业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上升致使地区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扩大，并导致企业雇佣高技能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企

业为了维持利润最大化会降低高端人才的使用，降低劳动生产率。其他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智能化企业，当不同类型劳动收

入差距扩大，这部分企业会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使用，虽然生产规模扩大，但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得不到改善，不利于产业结

构的高级化。也就是说，随着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扩大，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减弱，高低技能劳动力

收入差距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13]（2）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加剧会提升非智能化企业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智能化

企业由于新设备的使用，会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劳动力大量回流至非智能化企业，而只有少数高技能劳

动力被智能化企业利用，即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负向调节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负向作用。[14]据此，本文提出假

设 3。 

假设 3：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增加负向调节了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影响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负向影

响。 

从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进行分析。（1）地区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较大，说明资本报酬比劳动报酬高，意味着企业拥有

较高的技术水平、机械设备等，生产率水平也较高。廉价的劳动力不再具有优势，而是被资本和自动化挤压，企业会更多地使

用生产率更高的资本进行生产，财富流向那些具有创造新产品、服务和管理模式能力的智能化企业，并且对地区内同类型企业

和其他企业造成知识溢出效应，促进这部分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进行生产，加速产业高级化，[15]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起到正

向调节作用。（2）地区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较大，说明地区资本占有率较高，地区内企业使用资本进行生产的比重大，因此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企业之间的分布较为分散。而产业智能化水平高，意味着地区内工业机器人、自动化、信息技术的供

给充足，智能化和非智能化企业都会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因此资本的极化现象会降低。[16]并且，劳动收入份额较低意味着

地区劳动力不多，劳动力主要集中于企业管理、技术创新、设备维修等日常刚需工作岗位，随之劳动密集型生产现象不断弱化。

地区内企业会通过资本来替代生产性劳动力，而雇佣少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因此，劳动力分布较为均匀，产业结构合理。
[17]

因此，随着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的增加，产业智能化更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即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的增加将减弱产

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负向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4。 

假设 4：资本-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向调节了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负向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赵云鹏和叶娇（2018）的研究方法，[18]采用如下回

归方程： 

 

其中，ISit=ISUit，ISRit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IAIit 是产业智能化水平，代表地区物联网、互联

网、工业机器人等使用情况，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Xit 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其他因素，下文将做详

细介绍。μi和λt分别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此外，本文引入收入分配和产业智能化的交互项，研究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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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it 为收入分配，使用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与城乡收入差距来衡量。由于产业结构和产业智能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

惯性，使用静态面板模型会造成结果的偏误，本文借鉴聂高辉和黄明清（2015）的方法，加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

化的一阶滞后项，
[19]

使用系统 GMM和差分 GMM方法进行估计，控制模型存在的滞后性和动态性： 

 

其中，ISit,-1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一阶滞后项。 

（二）变量选择 

1.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IS）。产业结构升级泛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产业内和产业间以及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合理分配，

是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生产效率的过程。陶长琪和彭永樟（2017）[20]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1）产业结构高级化（ISU）。现阶段，学者主要将非农产业产值或员工数占比、服务业产值或员工数与制造业的比值、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或员工数占比等用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21]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只是不同类型产业占比的变化，还应该包含

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参照王兵和吴福象（2019）的方法衡量产业高级化水平（ISU）：[22] 

 

其中，Yijt为 i 地区在 t 年份 j 产业的生产总值，Fijkt是 k 生产要素的总量。本文只考虑考虑劳动力生产要素，参照钱纳里

的方法对人均产出进行改善，借鉴刘伟等（2008）的方法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23] 

（2）产业结构合理化（ISR）。产业结构合理化是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品产出不断耦合协调的过程。本文将合理化定义为生产

要素在地区内产业间的合理分配和流动，实现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联动。考虑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采用韩永辉等（2017）

的考虑要素偏离度方法和产业份额的方法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24] 

2.产业智能化的衡量（IAI）。智能化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网络化、无人化和智能化，达到完全的机器生产，包含人工智

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智能化相关技术。产业智能化则是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孙早和侯玉琳（2019）衡

量了中国的工业智能化水平，然而智能化不只存在于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部门也在不断使用。[25]因此，本文参照张万里和

宣旸（2020）等人的提出的产业智能化的七大指标，[3]采用樊纲和王小鲁（2011）的因子分析方法测算各省份的产业智能化指数

（IAI），[26]③具体见表 1。所有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信息产业年鉴》。 

表 1产业智能化指标构建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智能仪器设备 
计算机、电子元件、电子器件和电子仅器的进出口平共额占总生产值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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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使用程度 
基础软件、嵌入式软件、支撑软件和应用软件进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

的份额 

3 机器人 机器人进口与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4 数据处理 
信息技术咨询设计服务、数据服务和运营服务的收入与生产总值的比

例 

5 信息平台维护 
信息系统集成业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和运营维护服务收入占生产总

值的份额 

6 信息采集 互联网使用任务占总人口的比例 

7 智能化技术创新 智能化相关企业的专利数 

 

3.调节变量。收入分配（IM）。Robinson（1976）提出，若地区的经济部门为两个或以上，则这些部门之间的收入必然不相

同，导致生产要素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而在部门间流动，引起收入差距的变化。[27]而且城市人口主要偏重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属于高技术产业，农村人口偏重农业发展，属于低技术产业，因此，本文将邓金钱（2017）的城乡收入差距（IM1）作为高低技

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衡量，但 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均未披露城镇和农村人口数量，[28]因此，

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进行填充。周茂等（2018）认为，有偏技术进步能替代低技能劳动者，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是由资本

累积导致的，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资本收入份额。[29]并且，高端人才与智能化技术的互补会改变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结构

不断偏向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因此，本文使用要素收入分配差距（IM2）来衡量地区收入分配结构。
[30] 

4.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如下指标来控制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④具体如下：居民消费（Consp）、进出口（EX）、

融资程度（Finance）、政府干预度（GR）、基础设施（Instra）、市场化（Market）、外商直接投资（FDI）、创新效率（PR）。[31]-[35]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构建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包括均值、方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来分析数据特点。除产业结构高级化、资本-劳动收

入份额比和基础设施的标准差大于 2 以外，其他变量的标准差都较小，说明本文数据波动性不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分别是 21.204和 0.922，相差 20.282，所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数据较为集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最小值为-0.729，最大

值为 2.393，相差 3.122，数据同样集中。产业智能化指数（IAI）的标准差为 1.470，数据波动性不大，说明我国产业智能化的

发展比较缓慢。调节变量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IM2）的标准差最大，即 2.261，但该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为 44.900，

大部分数据较为集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标准差为 0.185，数据波动幅度小。基础设施程度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 21.780，远小于

标准差，即分布在两端的数据较少。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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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 Pesaran（2008）的方法使用 CD检验和第二代单位根检验验证数据的可靠性。[36]由表 2可知，CD检验均显著地拒

绝原假设，变量存在截面相关性。由于各截面是相关的，因此需要进行 CIPS 检验，即所有变量在考虑截面相关性后，均在 5%

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平稳性良好。 

表 2第一代和第二代单位根检验 

变量 

截面相关性检验 第二代单位根检验 

原值 滞后一期 

CD test P value CIPS test P value 

ISU 70.411 0.00 -3.622 0.00 

ISR 7.393 0.00 -2.965 0.00 

IAI 61.013 0.00 -1.801 0.00 

IM1 14.198 0.00 -2.654 0.00 

IM2 20.976 0.00 -4.060 0.00 

Consp 31.745 0.00 -3.659 0.00 

FDI 38.696 0.00 -1.763 0.01 

Finance 74.304 0.00 -2.334 0.00 

PR 24.215 0.00 -2.565 0.00 

Instra 50.916 0.00 -2.965 0.00 

Market 51.157 0.00 -3.006 0.00 

GR 74.878 0.00 -4.232 0.00 

EX 22.336 0.00 -3.958 0.00 

 

（二）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分析产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关系。表 3的列（1）产业智能化的系数为 3.016，在 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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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假设。在列（2）和列（3）中加入控制变量，智能化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分别为 1.541和 0.154，不断加入控制变量、时间效

应和个体效应，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不断下降，但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产业智能化会加快当地的产

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其次，讨论产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表 3的列（4）至列（6）的产业智能化系数均为负，

并且也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产业智能化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在加入控制变量、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后，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没有太大变化，即宏观

经济政策、地区特征和系统性风险均没有改变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我国不同省（区、市）拥有的生产要素不同，

产业结构也存在差异，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着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并且天然的地理优势使东部地区获得更多的外商直接

投资和技术创新，东部沿海地区高技能人才的汇集有利于促进产业智能化技术的应用，而西部沿海地区产业智能化的应用会造

成企业的转型，大量低技能劳动力被替代为机器和高技能人才，因此，产业智能化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对于产业结

构合理化，产业智能化的广泛应用，会导致东部地区低技能劳动力回流到中西部非智能化企业，中西部被智能化企业替代的低

技能劳动力也会转移到本地其他非智能化企业，而且东部地区生产率更高，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大于西

部地区，因此大量的资本和机器设备都会集中在东部地区。产业智能化的实施会加剧东部地区企业间的竞争，生产率低下的企

业也会转移到中西部，加剧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极化现象。[37] 

表 3静态固定效应面板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SU ISU ISU ISR ISR ISR 

IAI 

3.016*** 

(17.92) 

1.541*** 

(9.19) 

0.154*** 

(2.89) 

-0.056*** 

(-3.18) 

-0.083*** 

(-3.14) 

-0.092*** 

(-2.76) 

Consp  

0.569 

(1.32) 

3.968** 

(2.25) 

 

-0.015** 

(-2.05) 

-0.501** 

(-2.47) 

FDI  

0.228 

(1.49) 

0.336*** 

(2.74) 

 

-0.023** 

(-1.96) 

-0.012** 

(-2.49) 

Finance  

1.802 

(1.26) 

0.749 

(0.55) 

 

0.331 

(1.47) 

0.524** 

(2.01) 

PR  

34.680 

(1.50) 

15.487*** 

(2.80) 

 

0.649** 

(2.18) 

0.827** 

(2.22) 

Instra  

0.302*** 

(11.86) 

0.049* 

(1.76) 

 

0.007* 

(1.83) 

0.010*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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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0.221** 

(2.46) 

0.262** 

(2.44) 

 

0.015 

(1.09) 

0.050** 

(2.44) 

GR  

-5.780*** 

(-6.16) 

5.040*** 

(2.76) 

 

-0.218*** 

(-3.48) 

-0.712** 

(-2.02) 

EX  

-0.077 

(-0.14) 

-0.643 

(-1.43) 

 

0.187** 

(2.21) 

0.178** 

(2.05) 

Constant 

5.019*** 

(66.44) 

0.424 

(0.31) 

3.452** 

(2.09) 

0.660*** 

(83.07) 

0.714*** 

(3.35) 

1.540*** 

(4.83) 

adj.R2 0.428 0.549 0.445 0.254 0.236 0.232 

 

注：括号内数值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三）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分析 

Lankisch等（2017）、曹静和周亚林（2018）指出，产业智能化会替代低技能劳动力，智能化技术变得更加便宜，导致劳动

力的作用降低。[38][39]那么，这部分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将如何分配，并且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极化现象也会加剧，因此地区收入

分配差距的不同引起产业生产率和生产要素需求的变化。本节分别加入城乡收入差距和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作为收入分配指

标，研究其在产业智能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如表 4所示。 

与表 3 的结论相同，即产业智能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首先，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例，表 4 的列（1）和列（2）城乡

收入差距的系数均为负，城市居民人口收入越高意味着城市经济发展快，而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会导致人口大量聚集在收入水平

更高的城镇，低廉的劳动力将会促使企业偏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变慢。列（2）交互项 IM×IAI的系数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负，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劳动力转移，而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增加，企业雇佣高技能劳动

力的成本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也会给地区就业带来压力，地方政府会加大补贴力度来让企业接纳这部分劳动力，阻碍智

能化进程。[40]其次，表 4的列（3）和列（4）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资本收入占比的提高说明产业对劳动

力的依赖减弱，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列（4）交互项 IM×IAI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本在企

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企业更愿意使用资本来替代低技能劳动力，智能化企业对自动化设备、电子信息等技术的需求

更高，因此会导致地区智能化资本供给的增加，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表 4收入分配与产业智能化的产业结构效应 

变量 

因变量：ISU 因变量：ISR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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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1 IM1 IM2 IM2 IM1 IM1 IM2 IM2 

IAI 

0.146** 0.181** 0.245 0.319* -0.065*** -0.065*** -0.065*** -0.094** 

(2.20) (2.46) (1.59) (1.89) (-2.75) (-2.68) (-2.78) (-2.39) 

IM 

-0.018 -0.885** 0.527* 0.980** -0.036** -0.027** -0.262** -0.335** 

(-1.05) (-2.24) (1.89) (2.35) (-2.55) (-3.19) (-2.27) (-2.38) 

IM×IAI 

 -0.164***  0.294*  -0.002**  0.047*** 

 (-3.43)  (1.69)  (-2.07)  (2.90) 

adj.R2 0.468 0.497 0.516 0.533 0.161 0.161 0.173 0.175 

 

注：括号内数值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因篇幅限制，其他结果请联系作者。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将调节产业智能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首先，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例。表 4 列（5）和列（6）IM 的

系数为负，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劳动力聚集到收入更高的城镇，而乡镇地区则以农业为主，资

本和劳动力的外流也会降低当地产业发展。列（6）交互项 IM×IAI的系数为-0.002，在 5%的水平上显著，劳动力在城镇地区不

断集聚，低技能劳动力成本相对降低，非智能化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而智能化企业由于独特的设备和技术需求，

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相对降低而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加速生产要素需求的极化。
[12]
其次，表 4 的列（7）和列（8）IM 的

系数分别为-0.262和-0.335，说明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重不利于产业结构向协调化发展。列（8）交互项 IM×IAI的系数为 0.047，

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资本收入占比提高意味着地区的资本深化现象加重，而智能化企业对生产设备、机器人、技术等方面

要求更多，对上下游产业的原材料、中间投入品和最终品市场的需求提高。随之，地区内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增强，这有利于技

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促进“竞争效应”和“模仿效应”的形成，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的缩小能够避免

资本只向智能化企业汇集的“一边独大”现象，有利于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合理分配。[41] 

五、进一步讨论 

（一）引入收入分配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表 5的列（1）和列（2）ISU一阶滞后项的系数分别为 1.057和 1.072，在 1%的水平上显著，滞后两期的系数下降，分别为

0.056 和 0.074，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样存在惯性。产业智能化 IAI 滞后一期的系数分别为 0.071 和 0.093，滞后两期的系数分

别为 0.084和 0.131，显著性下降，说明产业智能化对第二年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显著为正，时间越久作用越差。收入分配的

结果如下：首先，表 5的列（1）交互项 IM×IA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即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调节作用不

显著；其次，表 5 的列（2）交互项 IM×IAI 的系数为 0.800，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 5 的说明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能够减

缓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 

表 5收入分配的动态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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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1) (2) (3) (4) 

IM1 IM2 IM1 IM2 

L.ISU 

1.057*** 1.072***   

(21.60) (21.82)   

L2.ISU 

0.056 0.074   

(1.02) (1.37)   

L.ISR 

  0.915*** 0.902*** 

  (20.87) (20.99) 

L2.ISR 

  0.021** 0.029*** 

  (2.44) (2.62) 

IAI 

0.155* 0.734*** -0.064** -0.050 

(1.96) (2.81) (-2.07) (-1.06) 

L.IAI 

0.071** 0.093** 0.001 -0.016 

(2.38) (2.50) (1.03) (-1.45) 

L2.IAI 

0.084 0.131* 0.031** 0.029* 

(1.54) (1.82) (2.00) (1.92) 

IM 

-0.795 2.318*** -0.003 -0.341** 

(-1.34) (2.98) (-0.03) (-2.52) 

IM×IAI 

-0.140 0.800*** -0.007** 0.007** 

(-1.42) (3.05) (-2.38) (2.16) 



 

 11 

AR(2) 0.222 0.389 0.318 0.109 

Sargan 0.865 0.659 0.669 1.000 

 

注：以上模型均采用系统 GMM进行估计；AR(2)和 Sargan检验对应的均是 P值；其余同表 4。 

表 5 的列（3）和列（4）产业结构合理化 ISR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系数分别为 0.915 和 0.902，均大于 0，并且在 10%的

水平上显著，而滞后两期的系数分别为 0.021和 0.029，显著小于滞后一期的作用大小。产业智能化 IAI滞后一期的系数分别为

0.001和-0.016，显著性较低，说明产业智能化对第二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不显著，甚至为负。滞后两期产业智能化 IAI

的系数分别为 0.031和 0.029，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时间推移，产业智能化能够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化，并且两年后开始促进生产

要素的合理配置。收入分配的结果如下：第一，表 5的列（3）交互项 IM×IA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智能

化的调节作用也为负；第二，表 5 的列（4）表明交互项 IM×IAI 的系数显著为正，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的增加会提高整个

地区对资本的使用，有利于企业竞争，促进生产要素向最优资源禀赋状态下调整。
[42] 

（二）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 

1.分地区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动态影响。如表 6所示，每个地区分别加入 IM1、IM2和交互项，以期分析收入分

配的调节作用。以东部地区为例，表 6的列（1）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项 IM×IAI的系数为-0.097，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收入差距扩大吸引了大批劳动力，从而使劳动力成本下降。并且政府为了解决劳动力就业，企业会通过雇佣低廉劳动力扩大生

产规模，但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列（2）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的交互项 IM×IA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为 0.180，但不显

著，即资本收入占比的增加会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深化与知识溢出。以中部地区为例，列（3）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

项 IM×IAI 的系数为-0.333，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 IAI 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因为高技能劳动力收

入增加会阻碍企业雇佣高技能人才，影响智能化企业的生产率。列（4）表明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高级

化的影响为-0.543，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中部地区资本增加会提高产业智能化带来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以西部地区为例，

产业结构高级化虽然存在动态性，但随着时间推移，产业结构调整的惯性降低，因为西部地区相比于东部地区缺少技能劳动力、

技术、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投融资等。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为负，西部地区产业智能化所配备的基础设施条件较

差，缺乏大量高技能劳动力和技术创新，不利于机器设备等自动化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列（5）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项 IM

×IAI的系数为 0.524，并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较为缓慢，随着产业智能化不断发展，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

使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镇，促进城镇产业发展。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农业为主，产业智能化和城镇产业的发展会迅速提高

工业和服务业的占比，提高整个地区的生产率水平。列（6）则表明资本-劳动劳动收入份额比值的增加会减轻产业智能化对产

业结构高级化的负向影响，这与其他地区的结论相同。 

表 6分地区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动态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IM1 IM2 IM1 IM2 IM1 I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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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U 

0.767*** 

(9.03) 

0.814*** 

(9.61) 

1.111*** 

(10.79) 

1.161*** 

(11.66) 

1.132*** 

(12.57) 

1.183*** 

(14.01) 

L2.ISU 

0.004** 

(2.04) 

0.017** 

(2.18) 

0.183** 

(2.51) 

0.167** 

(2.38) 

0.089 

(0.73) 

0.112 

(0.92) 

IAI 

0.120* 

(1.82) 

0.326** 

(2.06) 

0.246* 

(1.70) 

0.121** 

(2.18) 

-0.089 

(-0.54) 

-0.708 

(-1.17) 

IM 

1.032 

(1.20) 

1.986 

(1.10) 

-3.025* 

(-1.72) 

1.139 

(1.27) 

1.185 

(1.10) 

-1.666 

(-1.26) 

IM'IAI 

-0.097* 

(-1.73) 

0.180 

(1.27) 

-0.333 

(-0.40) 

0.543*** 

(2.62) 

0.524** 

(2.49) 

1.071** 

(2.10) 

AR(2) 0.291 0.498 0.193 0.375 0.199 0.238 

Sargan 1.000 0.989 1.000 0.654 1.000 1.000 

 

注：同表 5。 

2.分地区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动态影响。表 7 为分地区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动态效应。以东部地区

为例，从表 7的列（1）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利于产业智能化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大劳动密

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差距，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列（2）IM×IAI的系数为 0.060，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的提高会

加速产业智能化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东部地区资本深化消除企业生产率极化现象，加速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以中部地区为

例，表 7的列（3）IM×IAI的系数为-0.260且大于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扭曲产业智能化造成的产业结构失调。列（4）

发现，资本-劳动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 IA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负向作用，交互项系数小于东部地区，原因是中部地区以劳动密

集型产业为主。以西部地区为例，表 7的列（5）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因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快地区间产业发展的不协调，生产要素会聚集到经济发展更快的地区，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列（6）

则表明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的交互项 IM×IAI 的系数显著为正，即 0.037，西部地区资本收入增加代表资本的作用增大，劳

动生产率提高，缩小企业间生产率差距，避免资本只聚集到某些产业而带来产业结构失衡。 

表 7分地区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动态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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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1 IM2 IM1 IM2 IM1 IM2 

L.ISR 

0.631*** 

(8.32) 

0.684*** 

(9.44) 

0.798*** 

(10.17) 

0.783*** 

(10.08) 

0.680*** 

(8.20) 

0.680*** 

(8.37) 

L2.ISR 

0.116 

(1.38) 

0.149* 

(1.84) 

0.017 

(0.21) 

0.013** 

(2.17) 

0.118 

(1.45) 

0.106*** 

(3.26) 

IAI 

-0.037** 

(-2.22) 

-0.082 

(-1.34) 

-0.138*** 

(-2.85) 

-0.062 

(-1.58) 

0.023 

(0.52) 

0.013 

(0.10) 

IM 

0.082 

(0.59) 

-0.807*** 

(-3.32) 

-0.300* 

(-1.85) 

-0.223** 

(-2.47) 

-0.254** 

(-1.99) 

0.093 

(0.33) 

IM'IAI 

-0.014*** 

(-3.67) 

0.060 

(1.60) 

-0.260* 

(-1.71) 

0.020** 

(2.53) 

-0.051 

(-0.19) 

0.037** 

(2.18) 

AR(2) 0.304 0.221 0.228 0.324 0.304 0.109 

Sargan 1.000 1.000 0.897 0.991 0.894 1.000 

 

注：同表 5。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准确地获得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这里使用核心解释变量和模型设定的其他替代形式来进行稳健性检

验，解决由于实证部分核心变量和模型设定单一而带来的实证结果偏误。一是改变核心变量。（1）采用两种衡量标准计算产业

结构高级化：首先，参照韩永辉等（2017）的方法，根据钱纳里劳动生产率标准化准则进行无量纲化，获得产业结构高级化 ISU1；
[24]其次，使用服务业生产产值除以工业生产产值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 ISU2。[21]（2）改变产业结构合理化衡量方式。本文同样

使用两种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方法：首先使用泰尔指数，同样引入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通过产业份额构造产业结构合

理化指数 ISR1；其次采用多要素偏离度指数，但不考虑产业份额，同样引入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通过算数平均值得到产

业结构合理化 ISR2。（3）改变产业智能化衡量方式。本文使用 Zhao等（2017）提出的熵权法，对 7个指标进行降维，获得产业

智能化指数 IAI1。[43]无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的改变，还是产业智能化指标的变化，都不会改变前文实证结果获得

的结论，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二是改变回归方法。本文采用差分 GMM 方法重新估计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作

用，参考 Kazuhiko 和 Hayakawa（2007）的方法，使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智能化滞后两期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44]

实证结构与前文基本一致，说明模型回归方法的变化不会改变产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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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十四五”规划纲要背景，要提升产业价值链，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现代工业体系，本

文从 7个角度构建产业智能化指数，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根据我国 2004—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探

究产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分析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同时，将总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研究区域异质

性。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产业智能化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加会解放高技能劳动力，促进其进行技术创新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工

作，提高生产率效率，进而通过产业智能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企业使用智能化技术会解雇低技能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

转移到生产率低、技术水平不高的其他企业，高端人才、技术和资本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智能化企业，造成生产要素在智能

化和非智能化企业的配置极化现象，即产业智能化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 

2.产业智能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惯性。一个地区的智能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如东部

地区比西部地区产业技术创新、生产率和智能化水平高，是因为东部地区自始至终都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外商直接

投资和高端人才汇集于此，如今的产业智能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之间智能化技术、产业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要

素合理配置的结果。而西部地区以往的技术水平低，在短期内不会造成产业智能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迅猛提升。 

3.城乡收入差距负向调节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收入差距正向调节产业智能

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城乡收入差距改变产业对高端人才、管理人才和低技能员工的需求，而资本-劳

动收入份额比值改变企业对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的需求。同时，产业智能化对资本和高端人才的需求更高，也会替代低技能劳

动者。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将调节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4.东部和中部地区多以资本密集产业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汇集大量西部地区转移的资本、高端人才，吸引国外的管

理技术和外商直接投资，因此更能满足智能化技术的需求，有利于产业智能化提高产业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地理

和人文优势也会加速产业智能化对资本和高端人才的过度需求，低技能劳动力无法在中部和东部高技术产业中生存，转移到低

技术产业或西部地区，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失衡，即产业智能化不利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智能化正在不断改变我国产业生产模式。此外，不同地区生产要素存在差异，导致产业智能化不能发挥全部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以期使产业智能化有效带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1）虽然产业智能化能够促

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也会造成要素错配，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制定高技能人才引进政策、高新技术产业补贴政策和技术创新支

持政策等，提高当地高技能人才吸纳率，留住核心产业，并通过吸引高新技术和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保

证企业能够有效利用资源，制造更多的产出。（2）地方政府应该建立人才培养孵化机构，加大高校等研发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

产业智能化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加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冲击不容小觑，地方政府要对这部分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再教育，让他们

能够适应新技术，解决产业智能化带来的失业冲击。此外，高校要增设智能化相关的专业和培训，促进智能化和各学科的深度

融合，为地区智能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3）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对机器征收税费，改善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智能化对

劳动力的冲击较大，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作用不断减弱，拥有机器设备和智能化技术的企业会获得大量收益，造成收入

分配差距扩大。政府对于失业的低技能劳动力制定最低工资保障，降低失业因素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局面。应对机器或智能化技

术征收税费，并将这部分税费通过收入再分配分给其他劳动力，避免出现收入极化现象和社会动荡。（4）东、中、西部地区发

展差异逐渐拉大，高技能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中、东部地区和智能化产业，加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局面。

政府要加强对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适当将中、东部地区高端人才和高技术产业调度到西部地区，促进地区间产业的合作，还

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员工的技术交流和管理经验传授力度，最大化地促进智能化和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耦合协调作用。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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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产业智能化通过智能化相关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计算而得。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其中产

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生产率提升的过程，合理化则是指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合理分配程度。所有指标的衡量方法参照后文。 

③智能化相关企业的数据来源于智能制造网（https://www.gkzhan.com/），专利数来自佰腾网（https://www.baiten.cn/）。

而机器人来自海关进出口数据。该指标是衡量产业智能化的核心变量，但数据获取只截止到 2016年，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的样

本区间是 2004—2016年。 

④具体指标的测算请联系作者。 

⑤由于篇幅限制，部分检验的结果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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